
疫情是否倒逼了产业结构升级？——基于 PSM-DID 方法的实证

摘要

疫情暴发作为一个“黑天鹅事件”，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冲击性会对我国产业结构产

生重大影响。明晰疫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对于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在系统地梳理了疫情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2003

年 SARS 疫情冲击具有地区异质性的特点，构建了 PSM-DID 模型对疫情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

系进行识别，并探究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长期来看疫情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疫情使得这些省市的高度化水平较没有发生疫情的情况下提高了 0.1665，且促

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但疫情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

检验表明，疫情能够通过优化需求结构与资源配置水平，催生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这四条途径

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为后疫情时期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

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自 2019 年 11 月以来，新冠疫情以其极强的传染性迅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蔓延开来，疫情

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对我国产业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明

晰疫情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在当前局势下十分必要。2020 年 8 月 24 日，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概念，指出我国经济要更多地立足于国内市场，

在后疫情时期我国将更多地依托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能否充分利用我国市场

优势，构建起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在于，我们能否通过疫情这一契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1]。

只有更加高级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充分激发消费和投资潜力，

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疫情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推动疫情下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对于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与其他经济现象相同[2,3]，疫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种视角进行分析。

短期来看，疫情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直观且猛烈，已有大量学者对疫情的短期效应和机制进行

了充分地探讨。刘志彪(2020)指出疫情的暴发对产业结构造成了“双杀效应”[4]，同时从需求

和供给两方面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需求层面，疫情所引发的避险心理[5,6]、收入减少[7-9]等

一系列影响，抑制了需求总量提高和结构优化，使产业发展缺乏市场基础，难以顺利转型升级。

而在供给层面，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0]，在疫情下将会受到猛烈

地冲击，主要表现为国内外投资下降[11]与人们抛售人民币、增持美元导致的资金外流[12]所引起

的资本要素缺乏，以及严格的疫情防控下的劳动力要素不足[13]。此外，Adda J(2016)指出疫情

对物流的破坏也是导致要素难以充分供给的重要因素[14]。本次疫情期间的我国总产出、消费和

投资等经济指标短期内的大幅度下降也显示了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和威胁[15]。但

与此同时，曾世宏(2020)指出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是暂时的、阶段性的[16]，长期来看疫情反而会

通过催生一系列的变革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17]。学界一般从两个角度

来考虑疫情对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部分学者认为疫情的长期推动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于产业的

倒逼作用[18,19]，疫情所带来的严重冲击将加快推进产业朝着智能制造与服务方向升级，促进传

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另外观点认为疫情主要通过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20]，疫情防控激发了高质量消费和智能制造需求，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机遇。疫情的冲击能够为全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带来新的变化，由此对产业

结构产生长期性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往文献的关注点更侧重于疫情对产业结构造成的短期影响，系统性的

实证分析与机制探讨也大多仅限于短期破坏效应，对于长期效应的分析仍停留在理论与描述性

层面。由于疫情本身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21]；加之影响产业结构升

级的因素较多且难以观测，因此对于两者间关系的探究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22]，



以往的研究可能无法揭示出疫情和长期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克服其中的内生性问

题是明晰两者因果关系的重点。本文进一步发现，2003 年 SARS 疫情对于中国各省市的影响

具有异质性，仅对部分省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一特点为本文使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来探究疫情的处理效应提供了条件，疫情的冲击就仿佛把各省市随机分成了处理

组和控制组，通过疫情准自然实验本文就可以有效地克服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

2003 年 SARS 疫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 SARS 疫情来分析疫情对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

经济视角下的疫情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市场供需的外生冲击，不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共性，

因此基于 SARS 疫情的研究结论对于分析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具有重大意义。考虑到特殊性，本

文将在最后部分探讨 SARS 疫情与新冠疫情的差异从而对本次疫情的经济影响进行合理推断。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以往相关研究对于疫情的短期效应和机制进行了充分的剖析[5,21]，在此本文主要探讨疫情

对于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及影响机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本文发现，疫情在长期来看主

要通过需求结构优化效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技术变革效应及制度变革效应四条途径来推动

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的理论机制框架具体表现为图 1。

(一)需求结构优化效应

颜色等(2018)指出，需求结构变迁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3]。疫情下我国需

求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居民的消费结构，疫情下严格的防控约束会导致社会非接触

式需求的增加[24]，消费者更依赖线上消费。从消费品质看，疫情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影响会激发

高质量消费[20]，更加注重发展型消费，促进消费结构提质升级。从企业层面来看，由于疫情下

要素流动受阻，传统的生产方式难以持续，推动智能制造与服务已成为疫情下企业化解危机、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18]，这将产生更多对于高技术产品的需求[25]。从政府层面来看，信息化技

术越来越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支撑，为了实现防控监测，政府必然增加对于相关设备质量上和

数量上的需求[26]。可见，疫情会使得经济中各主体对新技术、新产业有着更深、更广的需求。

需求结构的优化会引导各要素不断向新兴产业聚集，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本文认为

需求结构的优化是疫情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由此，本文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疫情能够通过优化需求结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要素资源配置能够深刻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10]，而在疫情的作用下，社会上的生产要素将

在多个层面实现优化配置。从企业层面来看，疫情下严格的防控措施会使得传统生产方式被破

坏，大量的资源会转移到创新与技术部门，从而推动企业向数字化生产经营方式转变[19]。且疫

情下劳动力要素的短缺会使得劳动力均衡价格提高，企业将会更多地使用资本和技术来代替劳

动力[2]，资本和技术将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产业层面来看，由于疫情对产业的

冲击具有异质性[16]，破坏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及其他接触性产业，而对技术密集型等产



业的破坏相对较少。因此疫情可能会加速产业的新陈代谢，使得生产方式传统、难以实现转型

升级的产业被淘汰或被兼并收购[20]，而生产方式先进、生产效率高的产业会被保留和进一步发

展[27]，当要素从低效率的产业转向高效率的产业时，就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由于部

分新兴产业在疫情下遭受的影响较小，甚至得到了逆势发展，预期收益较高，这会引导资本更

多向新兴产业转移[20]。可见，疫情下资源将大规模地向新兴产业和先进产能进行转移，更多地

以技术要素来替代劳动要素，引导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不断升级，由此推动产

业结构整体升级。由此给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 2.疫情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三)技术变革效应

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28]，一方面，技术能够直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Baumol(1997)指出技术进步还会通过导致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产业结构[29]。

在疫情的倒逼下，大量的技术创新将会出现。如在生产层面，疫情倒逼大量企业完成了智能制

造和智能服务的转变，这种大规模的转变推动了高新技术的创新突破，如工业互联网、云制造

平台、工业机器人等技术在疫情下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和发展[2]。在生活层面，疫情防控下人们

办公和学习的形式逐渐向在线办公和在线教育等新模式变化，消费上也纷纷转变为无接触式的

新型消费模式[26]，这种线上生活方式的普及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

基础设施层面，疫情下新基建在国家层面被确定为新的投资方向，技术革新是带领我国走出经

济衰退的关键[15]。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我国技术变革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外部支持，

促进后疫情时期技术创新不断涌现。疫情下新技术、新模式的加速普及和创新突破，将带来生

产效率的提高与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给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假设 3.疫情能够通过催生技术变革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四)制度变革效应

疫情不仅会带来技术变革，还会带来制度变革。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市场化改革等制度

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30,31]。本次疫情下，无论是非正式制度还是正式制度都发生了

深刻地变化。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疫情的暴发会涌现出如逆行者、志愿者等利他性的行为，这

将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及社会责任感[32]，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高[33]。在正式制度方

面，为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在长期来看还可能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如为了抵御疫情破坏所推出的各项利好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这将为未来中小企业升级构建良

好的政策环境[34]；抑或是疫情期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推进，不仅缓解了短期的要素流动困

难问题，长期来看更是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步[2]。因此有学者指出，疫情本身就是一个巨

大的制度创新试验场[2]。可见，疫情对经济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客观的短期破坏作用，更多的源

于我们应对疫情的方式[33]，制度变革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政策环境的改善等方式为产业结构

升级提供良好的内外部支持。再次给出本文最后一个假设：

假设 4.疫情能够通过催生制度变革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图 1 理论机制图

三、识别策略、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识别策略

探究疫情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其核心思路是通过比对疫情暴发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疫

情效应进行分析。以往相关研究往往通过直接比对疫情前后平均产业结构水平的差异得出结论，

即单差法。但即便没有发生疫情，我国产业结构水平仍会在其他因素的推动下实现升级，遗漏

变量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无法准确识别出疫情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真正的效应。使用单差法估计

得到的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这就需要我们找到新的方法去剔除其他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双重差分法，这基于 SARS 疫情的这样一个事实：与本次新冠疫情的

全国大范围蔓延不同，2003 年的 SARS 疫情具有集中暴发的特点，仅在部分省市大规模暴发，

而在大多数省市影响却并不明显。据卫生部截至 2003 年 5 月 18 日 10 时的数据显示，全国 31

个省市中仅有 6 个省市感染人数超过了 100，且北京和广东两省市的感染人数远远高于其他省

市，超过了 1000。另一方面，除吉林和广西外，其余省市的感染人数均低于 20 人，还有黑龙

江、海南等 7 个省市感染人数为 0。这组数据说明，SARS 疫情对于当时中国各省市的影响具

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在北京、广东等疫情集中暴发区，本文认为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会强烈地受

到疫情的冲击；而在黑龙江、贵州等没有感染病例的地区，本文认为疫情对于该地区产业结构

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冲击的异质性就仿佛构造出了 6 个试点省市，使得本文使用双重差

分法来探究疫情的影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SARS 疫情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可以近似地被

看作随机在某一些省市实施，而将其他省市进行控制，没有施加影响。在保证疫情暴发前这些

省市发展趋势相同的前提下，SARS 疫情的暴发就为我们构造了天然的控制组和处理组。因此

通过比对疫情集中暴发的省市与受疫情影响小的省市在 SARS 疫情暴发前后产业结构水平的

差异，就能够识别出疫情对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根据以上逻辑，构建双重差分模型(1)如下： 



0 1it i t it i t itL Treat S Z    = +  + + + + (1)

其中， itL 表示第 i 个省市在第 t年的产业结构水平，分别包括高度化水平H 与合理化水平

R ； iTreat 为省市虚拟变量，表示该省市是否为疫情集中暴发省市； tS 为疫情虚拟变量，表示

SARS 疫情是否暴发；根据 DID 设计，两者的交互项系数 1 就代表了疫情对于产业结构的处

理效应，是本文最为关注的系数； i 与 t 分别为省市固定效益和时间固定效应，分别用于控制

省市之间的固有差异以及时间变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itZ 为控制变量， it 为随机扰动项。此

外为了进行比对，本文还会进行基准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将其作为双重差分回归的参照组。

进一步，应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关键前提是共同趋势，若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控制组和处

理组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趋势应该一致。在本例中，需要保证受到疫情集中爆发的省市与受疫情

影响较小的省市在疫情暴发前产业结构水平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由于我国各省市之间的产业

结构性质及变化趋势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异，若直接使用全部省市数据进行分析可能很难满足共

同趋势假定。因此除基本的 DID 回归外，本文还将进一步借鉴刘瑞明与赵仁杰(2015)的做法[35]，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先对样本进行筛选，随后再进行 DID 估计。PSM 的基本思想是通

过观察各省市的经济指标，以此计算倾向得分，即省市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然后根据倾

向得分将控制组与处理组中的样本进行匹配。具体来看，本文采用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来计

算倾向得分，随后使用 Logit 回归进行样本配对。在完成倾向得分匹配后，我们就能确保接下

来的 DID 估计能够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得到有效的 DID 估计结果。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30,36]，本文选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 H 与合理化指数 R 作为产

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高水平到低水平的演进过程，应该同

时包含比例结构优化和生产效率提高两个内涵，因此本文借鉴刘伟等（2008）[37]对于产业结构

高度化的定义，将各产业部门的产出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产

业结构高度化指标H 的计算公式为：

1

n it
iti

t

Y
H LP

Y=
= 

其中Y 为产量， LP 为劳动生产率， i 表示第 i 个部门， n 表示部门总数。可见当高劳动生

产率部门所占的比重越高，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化H 的值也越高，意味着产业结构越高级。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间的协调与关联程度的提高，本文借鉴韩永辉等(2017)的方法[30]，

以经过产值加权调整后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指

标 R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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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表示就业量，Y 表示产量。当产业结构处于协调状态时，各部门的生产效率水平应

该相同，即 / /it it t tY L Y L= ，此时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R 为 0。可见当 R 值越小，产业结构就越

不合理。在实证部分中，本文将分别以两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省市虚拟变量 iTreat 与疫情虚拟变量 tS 的交互项。对于 iTreat ，本文

将全国 31 个省市按照感染人数分为两组，将感染人数大于 100 的省市作为处理组，认为其受

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令 1iTreat = ；将感染人数小于 100 的省市作为控制组，认为其基本没有

受到疫情影响，令 0iTreat = 。对于 tS ，将 SARS 疫情暴发之后（2003 年及以后）的 tS 赋值为

1；2003 年以前的 tS 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控制其他经济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根据以往文献经验[30,36]，本文控制变

量选取如下：(1)基础设施 IS ：公路里程长度；(2)城镇化率UR：常住城镇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

重；(3)人力资本HC ：人口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4) 环境规制 ER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

4.中介变量

通过对机制的梳理，本文归纳了疫情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四条途径。分别选取如下指标作

为相应途径的中介变量：(1)需求结构DS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2)配置效率 AE ：高技术产

业投资额；(3)技术变革TC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4)制度变革 SC ：市场化进程指数。中介

变量具体的选取依据将在机制检验部分详细说明。

(三)数据说明

考虑到 1994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以及 2008 年暴发的金融危机对于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显

著的影响，这些外生冲击可能会影响疫情的 DID 估计结果。为避免这种影响，本文将样本限

定为 1994-2008 年我国 31 个省市（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以此来探究 SARS 疫情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所选择的数据范围覆盖疫情发生前后的若干年，因此能够对 SARS 的经

济影响进行长期的考察。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官方统计年鉴与 Wind 数据库。其中所

涉及到价格的数据均进行了相应的平减处理，剔除了价格变动的影响。对于缺失数据，文章使

用回归插值法与参考以往文献做法对其进行了填补。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465 0.3822 0.3713 -0.0478 2.5376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465 -0.7177 0.3566 -2.4983 -0.0481

人均公路里程长度 465 0.4079 0.3345 0.0172 2.4537

城镇化率 465 0.3718 0.1585 0.1139 0.8490

人力资本水平 465 19.2123 0.9739 15.6500 20.5800



环境治理 465 20.9667 25.5083 0.4591 178.6194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279 37.8118 3.9923 30.3100 51.2134

高技术产业投资额 279 1868.24 1333.30 78.0297 8133.06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 279 1.3736 2.0769 0.0262 13.1760

市场化进程指数 279 5.8070 2.0878 -0.2300 11.710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共同趋势检验

共同趋势检验是 DID 估计中最重要检验，控制组和处理组拥有共同趋势是保证 DID 估计

量有效的根本前提。若两组产业结构的增长趋势在疫情暴发前存在差异，那么最后得到的处理

效应就不完全是由疫情所带来的，而有很大一部分是产业结构本身增长趋势不同导致的。因此

进行 DID 估计之前，需要对控制组和处理组是否满足共同趋势进行检验。本文参考 Tanaka(2015)

的做法[38]，通过绘图方法对共同趋势进行检验。

绘图结果如图 2 所示，在疫情暴发前控制组和实验组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大致

保持相同变化趋势，因此可以认为满足共同趋势的前提。从高度化水平来看，在疫情暴发当年，

两组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可能是因为疫情的短期冲击使得处理组的高度化水平暂时下滑。但随

着时间继续推移，疫情的长期效应开始显现，处理组的高度化水平迅速上升，增长趋势明显高

于控制组。而在合理化水平方面，疫情的效应并不明显，疫情暴发后两组仍保持大致平行趋势。

高度化水平 合理化水平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由此本文 DID 设计通过了共同趋势检验，可以进行处理效应的识别。进一步分析可知，

疫情似乎更多地影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且这种影响在短期与长期的作用截然不同；而疫

情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影响却并不明显。该问题将在下一部分被详细讨论。

(二)回归结果

在此部分，本文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DID 及 PSM-DID 三种方法对疫情的处理效应进

行估计。首先，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3 第(1)、(2)所示，疫情暴发对于产业结构高度

化的处理效应显著为正（0.0645），说明疫情的暴发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对于产



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却并不显著（0.0026）。但正如前文所述，固定效应模型只能够解决部分遗

漏变量，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使得该结果可能并不可靠。

为了尽可能地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利用 2003 年 SARS 疫情对各省市影响具有异质性

的特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疫情对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DID 的回归结果如表 3 第(3)、

(4)列所示。在高度化水平上，省市虚拟变量与疫情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0.1837），

这意味着疫情的暴发使得处理组省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比起控制组省市有着更显著的提

升。在合理化水平上，疫情的效应依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向影响（-0.0246）。

但此结果可能受到两组产业结构本身系统性差异的影响。因为疫情集中暴发省市中存在如

北京、广东等产业基础本身就较好的地区，这可能是导致处理组产业结构升级较快的原因。为

了进一步减少这种系统性差异对估计造成的偏误，本文采用 PSM 方法，从控制组与处理组中

挑选出产业基础类似的省市进行匹配，使用 PSM-DID 方法再次对疫情处理效应进行估计，结

果如表 3 第(5)、(6)列所示。可以发现，在进行了样本匹配之后，高度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虽

略有下降，但仍显著为正，具体数值为 0.1665。从经济意义上看，这说明相对于其他省市，那

些在 2003 遭遇 SARS 疫情集中暴发的省市，其高度化水平有着更大地提高。疫情使得这些省

市高度化水平较没有发生疫情时提高了 0.1665。与此同时，合理化水平反而下降了 0.0577，在

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表 3 回归结果

变量

FE DID PSM-DID

H R H R H R

(1) (2) (3) (4) (5) (6)

tS
0.0645***

（0.0164）

0.0026

（0.0213）

i tTreat S
0.1837***

（0.0372）

-0.0246

（0.0283）

0.1665***

（0.0445）

-0.0577

（0.0361）

IS
0.3016***

（0.0306）

0.1991***

（0.0397）

0.2297***

（0.0492）

0.2472***

（0.0425）

0.2956***

（0.0634）

0.2260***

（0.0750）

UR
-0.0305

（0.0648）

-0.0967

（0.0842）

-0.1851**

（0.0790）

-0.0024

（0.0625）

-0.1778**

（0.0888）

-0.1011

（0.0644）

HC
0.6758***

（0.0539）

-0.0025

（0.0700）

0.4017***

（0.1093）

0.2429***

（0.0880）

0.5552***

（0.1758）

0.5268***

（0.1385）

ER
0.0016***

（0.0003）

0.0000

（0.0004）

0.0002

（0.0003）

0.0004

（0.0004）

-0.0001

（0.0005）

0.0002

（0.0005）

省市固定效益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65 465 465 465 273 196

注: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可以发现，疫情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与合理化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疫情的暴发能够

推动高度化水平的显著增长，而对于合理化水平的影响却十分有限，甚至起到了一定的负向影

响。这可能是由于疫情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促进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与技术的普及运用，而这主

要影响各产业产值占比以及生产效率，这些变化均属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而产业结构合

理化主要涉及产业间的协调关系，由于疫情的冲击具有产业异质性[16]，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产业发展协调性。合理化水平的本质是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疫情下快速发展的产业

是新兴产业，进入该行业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壁垒[39]，加上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约束仍未完全放

开[40]，其他衰退行业的人员难以进入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这就会导致各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

率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不降反升。

由理论分析可知，疫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疫情会随着时间

逐渐改变人们的需求结构，调整社会的资源配置，特别是技术和制度变革都存在一定的时滞。

鉴于此，本文参考钱雪松与方胜 (2017)的方法[41]，通过加入省市虚拟变量 iTreat 与 1994-2008

各年的年份虚拟变量 tYear 进行交互，构建如下模型来探究疫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效应：

2008

0

1994

( )it t i t it i t it

t

L Treat Year Z     
=

= +  + + + + (2)

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DID 的估计结果如(1)、(2)列所示，从高度化水平来看，由于短期

破坏作用，疫情的处理效应在 2003 年出现了明显下降，从 2002 年的 0.1454 骤降到 0.0994。

但从 2004 年开始，疫情的处理效应开始回升，从 2004 年的 0.1881 逐渐上升到 2008 的 0.3130，

这意味着疫情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表现为一个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随着

时间推移，这种促进作用日益显著。与此同时，即便考虑了疫情的时滞影响，合理化水平的变

化依然不显著。(3)、(4)列展示了 PSM-DID 估计结果，除具体数值略有变化外，高度化和合理

化水平的变化趋势仍与 DID 估计相同。

表 4 长期效应检验

变量

DID PSM-DID

H R H R

(1) (2) (3) (4)

2002iTreat Year
0.1454

（0.1001）

0.0992

（0.1175）

0.1145

（0.1107）

0.2402

（0.1420）

2003iTreat Year
0.0994

（0.1003）

0.0520

（0.1177）

0.0977

（0.1146）

0.1977

（0.1419）

2004iTreat Year
0.1881*

（0.1000）

0.0417

（0.1174）

0.1102

（0.1144）

0.1512

（0.1332）

2005iTreat Year
0.1806*

（0.1015）

-0.0119

（0.1191）

0.0547

（0.1289）

-0.0389

（0.1490）

2006iTreat Year
0.2483**

（0.1021）

0.0002

（0.1199）

0.3442***

（0.1091）

0.1098

（0.1359）



2007iTreat Year
0.3060***

（0.1022）

-0.0017

（0.1120）

0.2891**

（0.1209）

0.0232

（0.1512）

2008iTreat Year
0.3130***

（0.1028）

0.0045

（0.1207）

0.3931***

(0.1189)

-0.0680

（0.138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65 465 273 196

注: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将交互项估计系数绘制于图 3，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疫情发挥作用的动态过程。高度化水

平在 2003 年有一个明显下降，随后迅速增加且变得显著为正。而合理化水平在疫情的影响下

大致呈现一个略微下滑趋势。

高度化水平 合理化水平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

综上可得如下结论：疫情的暴发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起其

他省市，疫情集中暴发省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增长地更快，较没有发生疫情的情况下上升

了 0.1665。且这种处理效应表现为一个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的动态过程，促进作用随时间推移

而逐渐增加。与此同时，疫情对于合理化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在主回归中，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选用的是分组变量 iTreat ，代表是

否为疫情集中暴发的省市。为保证稳健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为感染人数 iNI 这一连

续变量，衡量一个省市受到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估计结果如表 5 第(1)、(2)列所示，疫情对

高度化水平的处理效应依然显著为正(0.0002)，而对于合理化水平的效应仍不显著。本文结果

在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稳健。

2.替换被解释变量。上述分析中，本文分别采用了刘伟(2008)与韩永辉(2017)所使用的方法

来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与合理化水平。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将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计算

方式，具体来看：本文参考干春晖(2011)的做法[42]，在高度化水平上，使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

二产业产值之比TS 对原指标进行替换；在合理化指数上，使用泰尔指数TL 对原指标进行替换。

估计结果如表 5 第(3)、(4)列所示，与主回归结构一致。系数在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后依然稳健。



3.删减特殊样本。考虑到部分省市产业升级速度要远快于或者远慢于平均水平，这可能会

对估计结果造成较大影响。为剔除特殊值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利用箱线图去除产业结构发展

水平异常的省市（分别为北京、新疆与西藏），再次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5 第(5)、(6)列所

示，在剔除了较为极端的省市样本后，估计结果依然和原结果保持一致，结果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H R TS TL H R

(1) (2) (3) (4) (5) (6)

i tNI S
0.0002***

（0.0000）

0.0000

（0.0000）

i tTreat S
0.2169***

（0.0719）

0.0105

（0.0103）

i tTreat S
0. 1060***

（0.0213）

-0.0758

（0.0465）

注: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影响机制分析

经上述实证分析，本文识别了疫情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但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是疫情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机制，明确疫情的作用机制，能够使我们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助推

产业结构升级。文章将分别从需求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技术变革及制度变革四个途径进

行影响机制分析。

(一)需求结构优化途径

疫情暴发可能会通过优化需求结构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疫情下需求结构的优化本质上是

高质量需求的增加，本文根据王欣亮等（2020）的做法，使用消费需求变化来衡量需求结构的

变化[43]，且疫情期间消费方式和结构受到冲击最明显的是城镇居民，因此本文以城镇居民恩格

尔系数作为需求结构的代理变量[44]。构建如下交互项模型进行检验：

0 1 2 3it it it it it it itH E DS E DS Z    = +  + + + + (3)

式(3)中， itH 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 itE 表示第 i 个省市在第 t年是否受到了疫情的严重

影响，实质上等同于 i tTreat S 。 itDS 代表第 i 个省市在第 t年的需求结构。回归结果如表 6 第(1)

列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0661)，表明相对于其他省市，疫情集中暴发省市的产

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变化对于需求结构更加敏感，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能够更快地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这说明在疫情集中暴发的地区，能够通过优化需求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该结论验证了

假设 1。

陈洁(2020)指出，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升级能够通过“收入增长效应”和“要素配

置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能够反过来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形成产业消



费“双升级”动力机制[9]。因此在后疫情时期，应该更多地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来发掘新

需求，通过不断提高供给质量满足中高端需求，引导需求结构的提质优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二)资源配置优化途径

其次，疫情的暴发可能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疫情会引导整个社会的

资源向新兴企业与先进技术转移。宋凌云和王贤彬(2017)以重点产业是否得到了更为显著地增

长来衡量资源配置水平[45]，依照此思路，本文以高技术产业在疫情下是否得到了更多的投资偏

好来衡量资源配置效果，选用高技术产业投资额作为资源配置水平的代理变量。构建如下回归

模型进行检验：

0 1 2 3it it it it it it itH E AE E AE Z    = +  + + + + (4)

其中 itAE 表示第 i 个省市在第 t年的资源配置水平，其余变量含义同上。回归结果如表 6 第

(2)列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9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0.0002)，这说明对于疫情集中暴

发的地区来说，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会随着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而更快速的增加。从经济意义

上看，这意味着疫情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水平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即验证了假设 2。

由于疫情下劳动力均衡价格的提高、企业新陈代谢速度的加快以及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等

因素，疫情会促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深刻地改变资源配置的结构和水平。已有研究指

出，目前我国资源存在严重的错配问题[46]，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水平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乃

至整体经济提质升级的重要方向。疫情的暴发提供了优化和调整资源配置的契机，随着疫情下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应更多地应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资源平台体系[17]，促

进生产要素全面连接和优化配置。此外，政府还应该在疫情大背景下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三)技术变革途径

诱发技术变革也是疫情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实际上，技术变革是疫情在需求端

和供给端共同作用催生出的结果，更高级的需求结构及更充足的要素供给推动了新技术的蓬勃

发展。本文以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衡量技术变革程度，构建检验模型如下：

0 1 2 3it it it it it it itH E TC E TC Z    = +  + + + + (5)

其中 itTC 表示第 i 个省市在第 t年的技术变革程度，其余变量含义同上。回归结果如表 6 第

(3)列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0534)，说明疫情能够通过推动地区技术的更快革新

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该结论验证了上述的假设 3。

为避免病毒传播，疫情下严格的防疫约束使得各种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在此基础上

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史学贵和施洁(2015)、杨智

峰等(2016)一系列学者都分析论证了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因素[47,48]。在科技竞

争日益白热化，各国都在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的今天，充分利用疫情所带来的技术

变革机遇推动我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保障我国未来国家安全，不再被其他国



家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唯一方式。为此，需要强化人才支持，加大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

完善新兴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实现营商环境的优化；还需要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力度，为

我国未来相关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新基建”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稳定就业民生

和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重作用[9]，应当成为未来关注的主要方向。

(四)制度变革途径

最后，关注疫情能否催生制度变革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抵御疫情造成的短期破坏，

推动企业快速复工复产，政府往往会推出一系列政策制度，而这些制度未来可能成为孕育产业

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与大多数考虑制度因素的论文相同，本文采用樊纲所提出的市场化进程

指数来衡量制度变革[49]，该指数涉及的范围较广，涵盖了要素市场、产品市场、非国有经济等

领域，能够准确地捕捉制度的变化。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0 1 2 3it it it it it it itH E IC E IC Z    = +  + + + + (6)

其中 itIC 表示第 i 个省市在第 t年的制度变革程度，其余变量含义同上。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6 第(4)列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0861)，这意味着相比其他地区，遭受 SARS 疫

情重创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对于制度变化更加敏感，制度的变革更能够带动当地高度

化水平的提高。可见，疫情能够通过催生制度变革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假设 4 得以验证。

正如黄慧群(2020)指出，疫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制度试验场[2]，是我国制度变革的重要

时机。有关政策制度与产业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与要素市场方面，韩永辉(2017)认

为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弥补市场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及扶持产业技术创新等途径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30]；戴魁早(2020)等则从要素市场角度出发，认为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能够更好引导生产要素

流动，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资金及技术支持[50]。总的来看，制度变革能够推

动产业结构升级，未来应该更多地将疫情时期的试点或短期性政策，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转

化为长期一般性政策在全国推广落地[17]。

表 6 影响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需求结构优化 资源配置优化 技术变革 制度变革

(1) (2) (3) (4)

ij ijE M
-0.0661**

（0.0249）

0.0002*

（0.0001）

0.0534**

（0.0218）

0.0861***

（0.0312）

ijE
2.4487***

（0.8554）

0.1504

（0.1003）

0.0127

（0.0472）

-0.4220**

（0.2058）

ijM
-0.0027

（0.0043）

-0.0002

（0.0001）

0.1181***

（0.0174）

0.0131

（0.01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79 279 279 279

注: 其中
ijM 分别代表相应的中介变量 itDS , itAE , itTC 与 itIC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新冠疫情的暴发严重冲击了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格局，但伴随着挑战而来的往往还有机遇。

在后疫情时期，我国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其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借助疫情这一契

机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 1994-2008 年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冲击具有地区异质性这一特征，构建 DID 模型探究疫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研究发现，长期来看疫情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疫情使得这些省市高

度化水平较没有发生疫情时提高了 0.1665。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进一步

本文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疫情主要通过优化需求结构与资源配置，催生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四

条途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但疫情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影响却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

表明，疫情的作用更体现在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提高，后疫情时期我国应该深刻把握疫

情的内在影响机制，充分利用疫情所带来的机遇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但需要注意到，仅仅是

高度化水平的提升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同时要注重疫情下产业结构合理化

水平的提升，促进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的协调发展。这为后疫情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

重要的政策启示。

首先，后疫情时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注重点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1）促进需求结构

提质升级。在消费层面，需要积极推动新消费增长点与新消费模式的发展，通过培育新技术、

新产业发掘新需求，促进消费需求高质量化、品质化；在投资层面，政府需要提振市场信心，

通过加速复工复产和新基建建设来创造投资机会，拉动投资增长，鼓励社会资本充分流动；在

出口层面，应抓住疫情机遇，及时填补国际市场的高端需求空缺，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2）

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与效率。疫情为我国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契机，随着疫情下信息技术的迅

速发展，应该更多地应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资源平台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全

面连接和优化配置。此外，政府还应该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3）刺激技术创新不断涌现。首先要强化人才支撑，

加大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其次是完善新兴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最

后，在本次疫情中推动技术变革的主体是企业，我们需要进一化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

励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从国家层面建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收益分配机制，促进科技成果

的市场化与产业化。（4）引导政策制度改革与变迁。灵活有效的制度是各个途径能够顺利实现

的保障，在后疫情时期，制度越来越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通过制定政策鼓

励疫情下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加快市场化建设步伐；积极保护和培育中小企业等转型核心

力量等，以更高质量的制度来引导和适配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后疫情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高度化水平的提升，更要保证合理化水平的相应

提高。根据罗斯托的理论，疫情的冲击或许能够通过带动新兴产业部门的非常规快速发展，从

而带动整体经济的提高。但相应研究也指出，由于产业间存在关联性，某个行业的发展受阻会



对其他行业产生波及效应[16]，破坏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系统性影响。

因此疫情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要建立各产业合理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仅关注新兴部

门。为此需要：（1）充分发挥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通过疫情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导其他

产业转型升级。具体来看，通过鼓励其他产业与新兴产业进行合作开发高技术产品，或者将信

息技术融合进生产流程，从而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发展。（2）促进疫情下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

实现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减少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方面需要调整相关制度，放松对于

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设立专门的培训方案来促进剩余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特别是适应疫情下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急剧转型，接受信息化、智能化生产理念。（3）重点扶

持在疫情下受损程度严重且产业关联效应较大的行业[1]，通过其强大的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

的迅速复苏，为新兴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虽然本文并没有直接对新冠疫情的效应进行分析，但从经济视角来看，疫情本质上是一种

针对市场供需的外生冲击因素[2]，不同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效应和机制大致相同[5]，基于 SARS

疫情的研究结论依然适用于本次疫情。实际上，很多学者也以 SARS 疫情为镜鉴来分析新冠疫

情的影响[3,51]。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特殊性，本文将在最后对新冠疫情和 SARS 疫情的差异进

行分析，从而对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合理推断。

新冠疫情和 SARS 疫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疫情暴发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

目前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51]，这一阶段下的中国经济更加脆弱，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更大。

且当前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最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均是最容易受到疫情

冲击的部分。因此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短期负面效应可能要比 SARS 疫情严重得多。2. 疫情暴

发时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同。从内部环境来看，2003 年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当时

中国 GDP 实际增速平均在 10%以上，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52]；而目前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增

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破坏难以迅速恢复。从外部环境来看，2003 年

中国刚入世不久，正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而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使得我国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20]。这可能会导致新冠疫情的恢复时间要远长于 SARS 疫情，短

期负面效应持续时间将会更长且长期正面效应发挥作用的时间会更慢到来。3.疫情本身特性存

在不同。此次新冠疫情的传播能力更强，这使得其传播时间和传播范围均远超过 SARS 疫情

[53]。甚至有学者预测，疫情防控可能出现常态化趋势[15]。本次疫情所带来的全球化蔓延、长期

化防控等都是 SARS 时期不曾有过的，这意味着本次疫情的影响将会更加深远，可能会对我国

产业结构带来更深程度的长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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